
产业经济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120 

 

收入分配、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 
——基于美国的经验分析 

康蕊   朱恒鹏* 

摘  要：本文探讨了收入分配对医药创新发展的影响，并阐释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基

于 2013—2020年美国 51个州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机制检验程序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着倒“N”型非线性的影响关系。（2）在收入分配影响

医药创新的路径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3）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医药创新的作用

不同，表现出门槛效应：过大的收入差距抑制医药创新，跨过第一个门槛后，适度的收入差距将该效

应由负转正；经过第二个门槛后，收入差距过小也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收入差距对

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也存在着相似的两个门槛。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研究结论可以为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实现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形成创新

药物的有效需求等政策制定提供证据支撑，对推进医药创新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商业医保；医药创新；门槛效应 

一、引 言 

不考虑垄断等特权因素，收入差距反映一个地区在特定时期内，因劳动者的要素禀赋和生产效

率差异形成的收入分配差异。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和

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又将进一步推动产品的创新研发和产

业的升级换代，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在美国，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商业医疗保险发展

和医药创新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图 1  不同收入阶层的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 

资料来源：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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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 0.488，收入最高的 10%家庭年收入为 21.6 万美元，收入最低的

10%家庭年收入为 1.7 万美元①。将一地区的居民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收入最低的 20%群体与收

入最高的 20%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更能体现收入差距水平，该指标的数值越小，说明该地区的不同

收入水平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大。2021 年，这一指标在美国的平均水平约为 13.3%，大多数州在

12%的水平②。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在美国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布

也存在差异性。将全体国民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收入由低到高排序，五个组别的参保率分别是 24.3%、

43.9%、57.1%、67.5%、73.1%，如图 1 所示。也就是说，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随收入的提升而

增加，有效需求大多来自中高收入阶层③。而根据杨修娜等（2023）对美国低收入、中等收入、高

收入群体的比例（9.9:55.1:35.1）的测算结果可知，一定的收入差距水平能够保证一定的中等收入

群体比重，也由此可以看出，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中高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 

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约为 1.2万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赔付支出，为美国医药的产出提供了强大的市

场需求。2020年，美国医疗费用支出中医疗保险占比约为 74.6%，其中商业医疗保险支出占比约为

33.9%，分别为政府医疗保险中老人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份额的 1.7倍和

2.3倍。另一方面，美国的医药创新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入选世界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中的 10家

生物医药领域公司全部来自美国④。从跨国制药公司数量来看，世界排名前 10位的制药公司中，有

5家来自美国，其中美国的辉瑞和默克公司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从研发投入来看，彭博（Bloomberg）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美国 642家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R & D）投入在 2020年共计约为 4.8万亿美

元。研发强度排名世界前 10位的制药企业中，有 5家来自美国，其中默克公司 98亿欧元的研发投

入排名最高（Guevara et al.，2019）。从创新药物成果来看，美国的医药创新类专利约占全球的 60%，

1950年至今获批新药最多的是来自美国的默克公司，已累计有 56个新药获得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认证（Mullard，2020）。如此高的药物创新水平，

其根源是中等收入群体庞大的新药物需求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群体所需的医疗产品的购

买支付。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也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将抑制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和升级，低收入阶层对创新产品难以形成有效需求，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的发展空间也不大，市

场规模难以持续扩大导致企业的潜在利润缩减，也就抑制了创新水平。在美国的一些地区，收入分

配不平等加剧导致该地区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下降，高收入群体越来越富，但对于新药的消费十分

有限；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萎缩，创新型药物无法通过向低收入阶层普及来扩大市场规模，因此新

药较难普及。新研制药物的市场狭小，无法有效激励药企增加创新投入。 

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均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未来可借鉴美国经验探索如何补齐短

板。在我国，医疗保险在医药产业中的消费分为两个主体，即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和企业主办

的商业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在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福利方面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全民福利，“保基本”的保险水平决定了保障能力是中低水平的，尽管

 

① 资料来源：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网站，世界财富及收入数据库（The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WID）网站。 

② 资料来源：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网站。 

③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政策组织（Economic Policy Institution，EPI）网站。 

④  资料来源：Fast Company. The world’s 50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2018[R]. [2020-06-14]. https://www.fastcompany.com/ most-

innovative-companies/2018/secotrs/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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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带动整体医药市场规模的扩张，但对创新药的购买支付十分有限。反观商业医疗保险在我

国的发展仍然较为薄弱。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约为 53%，年赔款与给付总额约为 1.2 万亿美元①，

而我国仅为 10.2%、265.9亿美元②。商业医疗保险“高筹资、高赔付”的保险特征能够满足中高收

入群体对高保障水平保险的多样化需求。如前文所述，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一定的收入差距水平

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中高收入群体拉高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能够对症解决我国收入分

配格局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尚未能够带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的问题。当前我国生物医药产品主

要以仿制为主，在新药研发等方面距离世界前沿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医疗保险和

个人支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保障，问题的解决同样依赖于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以形成创新药物购买

力的经验。尽管从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来看，中美两国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模式，美

国医疗保险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规模优势。但从收入分配的当前发展水平来看，

我国借鉴美国经验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发展也是可行的。从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我国的基

尼系数（0.474）与美国（0.488）十分接近③。对标美国经验，我国已经具备通过收入分配带动商业

医疗保险从而促进医药创新发展的条件。但对比可以发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鼓励其参加商

业医疗保险并刺激高精尖医药技术发展的积极效应并未得到释放，这即是未来我国商业医疗保险

和医药创新发展的主要空间。美国发展经验还能给予一定的教训警示，即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有悖社

会公平，“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还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加速变革

的转轨时期，收入分配秩序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共同富裕背景下应当警惕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

未来应合理利用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来加快商业保险发展，助

推医药创新发展。为此，本文尝试通过梳理美国居民收入分配推动商业医保发展进而促进医药创新

发展的经验事实，以及收入差距过大导致需求抑制乃至医药创新被抑制的警示，为推动商业医疗保

险和医药创新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收入差距和医药创新之间关系的论证较少，将商业医保作为影响机制的研

究仍属于空白。相较以往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1）将商业医疗保险作为收入分配

影响医药创新的机制，对该假设的论证进一步丰富了有关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理论意义，并且该分析

以美国经验得失为镜鉴，为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2）本文试图从中等收

入群体比重的角度切入，阐释收入分配和医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阐明了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

负面效应，肯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能够促进产品创新的积极意义，为促进我国医药产业领域

的技术创新提供了突破口和路径选择依据。（3）本文运用门槛效应模型这一研究方法，较为精准地

说明收入差距在何种水平上具有积极效应，跨过何种水平产生消极影响。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所得结

论，相较以往文献的理论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

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模型、数据和样本、变量设置；第四部分是基准回归、机制检验程序、门

槛效应模型和稳健性检验的计量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①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网站。 

②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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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收入分配和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两个方向都有涉及，既有文献验证了收入差

距为因、创新为果，也有文献证实了创新为因、收入差距为果。一方面，学界展开了创新对收入分

配产生的影响的讨论，这是本文主题的逆命题。在理论层面，最早由 Robert（1988）、Romer（1990）

等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归结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所致，Acemoglu et al.

（2018）通过美国微观数据的估计模型进一步证明了该结论。另一方面，以 Zweimüller（2000）的

研究为开端，大量文献验证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对产品创新的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主题较为相

像。主流观点认为，收入差距为产品创新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励，收入分布决定了创新产品的需求结

构和需求内容，进一步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速度（Foellmi et al.，2014；Boppart，2014；Matsuyama，

2016）。Bertrand & Morse（2016）指出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美国出现了中、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

群体看齐的社会现象，这一群体会通过减少家庭储蓄来提高消费水平，因而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

Zweimüller & Brunner（2005）则认为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首尝效应”和“模仿效应”创造了中高收

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从而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挤压效应”制约中低收入阶层的

需求，市场规模缩减将不利于企业创新。然而，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将对全社会

创新产生完全的不利影响，例如，Fisher et al.（2015）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这

对社会整体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不利的。Guellec & Paunov（2020）认为包括美国

在内的 OECD 国家正面临数字产品创新带来的挑战，“赢者通吃”式的收入不平等导致创新的风

险加大，同时，这也将继续加剧不平等。 

收入分配影响创新的路径在相关文献中并不多见，原因在于传统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模型中，

一般假定消费者的偏好具有同质性，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与收入分配无关。近些年在此论点上有

所突破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消费者需求，主要指消费规模。“需求引致创新”的论断最

早由 Schmookler（1966）提出。Comin（2021）从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出发讨论需求如何影响

技术进步。Aghion et al.（2016）的研究还发现，创新由市场利润驱动，假设消费市场扩大，企业将

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以投入到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这些技术扩散也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

加速。在行业对比中，Herrendorf & Valentinyi（2022）指出尽管在理论上，市场规模效应将使扩张

性的服务业等部门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实际却是农业、工业等萎缩性行业的

技术进步率更高。第二，消费结构。早期 Zweimüller（2000）的研究即指出，当消费者有等级偏好

时，技术进步才能由创新驱动。后续研究肯定了消费结构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Cingano，

2014）。从根本上来看，是因为收入分布决定了需求结构，进而决定了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总量

（Deaton，2016；Brinca，2020）。具体的，创新产品率先由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推动，再通过示范效

应推广到大众市场（Jorgenson et al，2016）。综上，学界对收入差距和创新之间的机制判断聚焦在

收入、消费的需求和结构之上，但对于商业保险这一医药购买支付方的研究有待拓展。 

具体到收入分配与保险发展的关系，无论是否针对美国的研究，学界的主要结论通常是对保险

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社会影响的肯定（王延中等，2016；Causa et al.，2019；李实和朱梦冰，

2023）。当然，也有文献利用美国以外的数据论证了其消极影响，Ma et al.（2016）认为中国新农

合制度降低了农村居民支出负担，但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近期，学界开始运用美国之外的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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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参保对创新的影响，例如，Zhang & Nie（2021）发现中国的新农合制度通过帮助低收入的农

村居民支付医药服务，有效刺激了医药市场发展，相关专利申请不断增加。然而，很少有文献专门

讨论美国商业保险的相关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收入分配和创新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这为本文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

和实证研究方法上的参考。不过，现有研究中仍存在可继续拓展的空间。首先，在收入差距影响创

新发展的路径研究中，“医药创新”这一研究对象仍不多见，并且鲜有文献将医疗保险的购买与支

付作为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其次，目前有关收入分配对创新影响的论证中，大多数文献并未明确回

答具体在怎样的收入差距水平下，以及怎样的影响机制下，能够促进创新。第三，在收入差距的具

体分析中，大多研究只关注到了消费分层、需求结构等对创新带来影响的表象上，而忽视了中等收

入群体对技术水平较高的优质产品的购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对何为创新产品市场规模扩展的抓

手这一问题尚无明确的定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对收入分配和医药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论述如下： 

1. 收入分配对医药创新的影响。收入分配通过社会消费对社会各行业创新产生影响，至于产

生何种影响，依据社会不同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群体间结构而不同（Foellmi & Zweimüller，2017；

安同良和千慧雄，2014）。在社会消费中，不同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

意愿也有消费能力，相较高收入群体而言消费倾向更高，消费的增长空间释放的更多。尽管低收入

群体的消费倾向比中等收入群体要更加凸显，但囿于消费能力，在社会消费中的贡献十分有限（许

永兵，2022）。因此，即使收入差距较小，但社会整体收入偏低，也不利于社会消费的增加。而在

系统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第一，当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时，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不断

扩大，消费扩容的主要力量扩充，社会总体需求增加。正如相关研究表明的，如果低收入人群中有

2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会提高约 8%；如果有 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将会提高 21%

左右（李实和杨修娜，2021）。且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大，对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

求旺盛，因而具备促进消费升级的功能。正如Weinhold & Nair-Reichert（2009）指出的，中产阶层

比重越大，越有利于社会中的产品创新。低收入阶层不能负担起对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而高

收入阶层则倾向于消费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只有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标准化的工业创新产品的主

要力量。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带动消费与推动创新的作用

（Murphy et al.，1989；李金昌等，2023）。在医药消费上亦如此，中等收入群体对创新药物的需求

和消费不断增加，将对创新产品垄断者的药企产生通过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的激励，最终推动药

企增加研发投入。第二，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中等收入群体减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占比

增加，居民向收入分配格局中部集聚的效应缺失，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及其增长空间均不及“橄榄

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情形，消费受到不利影响（Papadopoulos，2019），那么对创新也是不利的，

此时创新药物的市场规模缩小，企业的创新利润减少，也就会相应的减少科研创新投入。第三，应

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也不宜过大，否则说明居民收入过于平均化，此时过小的收入差距将损害

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必需的竞争与活力。综上所述，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经历了先降后升再

降的过程，即倒“N”型曲线的走向。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多，但中等收入群

体比重过低，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降低到一定合理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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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对医药创新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收入差距继续缩小，那么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或中等收入

群体过大的平均化难以带动消费，进而对医药创新又回到消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收入分配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N”型影响关系，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将对医

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降低到一定合理水平，对医药创新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收

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时，对医药创新又回到消极影响。 

2. 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作用。 

（1）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从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看，商业医疗保险是社会医

疗保险的补充，在政府已经推出了保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之后，商业医疗保险是“锦上添花”，通

常消费标准更高因而对购买力有一定要求。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划分，进而形成了一

定的消费结构。从消费结构来看，中等收入群体应是商业医疗保险的消费主力。这是因为，商业医

疗保险属于相对较高水平的消费品，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匹配度不高，中高收

入群体的有效需求在此释放（何文炯，2013；Catalina & Crystal，2021）。不过，高收入群体对商

业医疗保险的消费水平距离其消费意愿上限的空间并不大，并且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高收入

群体希望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保住社会地位等原因，高收入群体的贡献将一定程度上受限

（Drechsel-Grau & Schmid，2014；纪园园和宁磊，2020）。由此看来，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

影响亦是非线性的。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形下，收入阶层分化严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萎缩，处于

收入分布顶端人群的收入增速较快，而底端和中端人群的收入增速较慢，无法带动对商业医疗保险

的消费。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水平，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规模扩大，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消

费能够为该行业发展提供强大且稳定的保障，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当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时，中

等收入群体过于平均化导致消费结构较为单一，这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扩容是不利的。因此，收

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

型发展趋势。 

（2）商业医疗保险对医药创新的影响。Aoki et al.（2002）在 Schmookler（1966）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了一个基于逻辑恩格尔曲线的增长模型，进一步证明了“需求引致创新”的结论。Daron 

& Joshua（2004）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医药行业的研究中，证明了市场规模扩大对新药发明的积极影

响。进一步的，市场规模扩大的本质是保险等购买支付力量的不断壮大，Blume-Kohout et al.（2015）、

Dubois et al.（2015）运用保险的外生冲击模拟自然实验充分证明了保险对医药创新的直接影响。创

新药物通常用于治疗技术要求较高的“疑难杂症”，研发投入大，回报期长，这就要求较高的支付

水平，对应的则是商业医疗保险而非保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一言概之，商业医疗保险支持下的高

水平药物需求引致了该领域产品的创新。结合以上对“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和“商业

医疗保险对医药创新的影响”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在收入差距影响医药创新的路径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并且收入差距

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影响也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发展趋势。 

3. 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在收入差距水平上存在门槛。如前所述，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

平下，医药创新所受影响的方向不同，在这一倒“N”型曲线中，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即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过少—合理水平—过多且平均化或过少的变化，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产生抑制

—促进—抑制的作用，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在收入差距水平上存在的门槛即为中等收入群

体的比重增加或减少的门槛。具体的，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对医药创新为负向影响；当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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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展到合理水平时，此时经过第一个门槛，跨过门槛后的影响为正向

影响；随着收入差距水平继续降低，将经过第二个门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开始缩减，影响也随

之转为负向。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的发展阶段，有可能只经历了第一个门槛，亦有可能

已经经历了第二个门槛。本文运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的门槛数量也有待验证。据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 

H3：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上存在一个或两个门槛。 

同理，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在收入差距水平上也存在门槛。当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

对商业医疗保险为负向影响；当收入差距水平降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展到合理水平时，此时经

过第一个门槛，跨过门槛后的影响为正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水平继续降低，将经过第二个门槛，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开始缩减，影响也转成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上存在一个或两个门槛。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待检验模型设定为： 

rdi,t = α0 + α1iii,t + α2Xi,t + εi,t                     （1） 

在模型（1）中，rdi,t是各地区医药企业创新投入的变量，iii,t代表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水平。Xi,t

是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系数α1表示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 

在商业医疗保险这一影响机制的检验程序中，参考 Dell（2010）、江艇（2022）等对中介变量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本文仅将通过实证检验证明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而商业医疗

保险和医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先行文献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故不再进

行重复验证。因此，待检验模型设定为： 

pri,t = β0 + β1iii,t + β2Xi,t + εi,t                     （2） 

其中，pri,t是各地区商业医疗保险的变量。系数β1表示了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 

进一步地，为了验证在不同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商业医疗保险产生的不同

程度的影响，设定以下门槛效应模型： 

假设存在一个门槛的情形： 

            rdi,t = α0 + α1iii,t（iii,t ≤ γ1）+ α2iii,t（iii,t > γ1）+α3Xi,t + εi,t     （3） 

          pri,t = α0 + α11iii,t（iii,t ≤ γ2）+ α22iii,t（iii,t > γ2）+α33Xi,t + εi,t     （4） 

在模型（3）中，γ1代表收入差距的门槛值，门槛值将不同地区划分成两类，α1、α2分别代表

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在模型（4）中，γ2代表收入差距水平的

门槛值，门槛值将不同地区划分成两类，α11、α22分别代表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

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影响。 

假设存在两个门槛的情形： 

rdi,t = α0 + α1iii,t（iii,t ≤ γ1）+ α2iii,t（γ1 < iii,t ≤ γ2）+ α3iii,t（iii,t > γ2）+α4Xi,t + εi,t    

（5） 

pri,t = α0 + α11iii,t（iii,t ≤ γ3）+ α22iii,t（γ3 < iii,t ≤ γ4）+ α33iii,t（iii,t > γ4）+α44Xi,t + ε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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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5）中，γ1、γ2分别代表收入差距的两个门槛值，两个门槛值将不同地区划分成三类，

α1、α2、α3分别代表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在模型（6）中，γ3、

γ4分别代表收入差距的两个门槛值，两个门槛值将不同地区划分成三类，α11、α22、α33分别代表

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美国的收入差距、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 Bloomberg数据

库和美国网站公开数据，覆盖 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其中，收入差距的数据来自美国圣

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网站，采用经济数据（Economic Data）类

目中公布的“收入差距”（Income Inequity）指标，覆盖 51个地区。商业医疗保险数据来自美国保

险监督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网站，该网站自 2005年开

始发布《医疗保险年度数据统计集》（Statistical Complication of Annual Statement Information for Health 

Insurance），本文在此报告中提取了医疗保险业务的赔付额。在 Bloomberg数据库中，选取制药生

物科技和生命科学（Pharmaceuticals Biotechnology & Life Sciences）类企业的研发费用数据体现医

药产业创新，数据库中共对 640家该类企业进行了统计。因最早的收入差距数据始于 2013年，商

业保险公司赔付支出数据更新至 2020年，所以 5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2013—2020年。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 

1. 收入差距。先行文献中通常运用基尼系数或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方法来考察一个地区或

一个行业内部的差距水平（刘学良等，2022；韩雷等，2023）。考虑到数据的公开程度，以及面板

数据所需的横截面宽度和时间范畴长度的适宜性，本文采用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网站披露

的美国各个县的“Income Inequity”指标，该网站对这一指标的定义是：“将某一县内的人群按照收

入五等分，收入最少的 1/5群体与收入最多 1/5群体的收入平均值之比”，将各州内所有县的收入

差距值求中位数作为该州的收入差距值。比值越小，代表该县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代表收

入差距越小。为方便计算，在此取 Income Inequity指标的倒数代替原指标，即数值越大，代表该地

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2. 医药创新。先行文献中通常采用企业申请专利数量和 R&D 投入作为医药创新的衡量指标

（朱恒鹏，2006；姚东旻等，2017）。根据美国企业的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药企每年的研发投

入进行指代。Bloomberg数据库对制药行业（Pharmaceutical and Medicine Manufacturing）上市公司

财报中的研发投入（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ses）进行了披露，变量构造方法为各地区医药

企业研发投入的加总。 

3. 商业医疗保险。采用美国 NAIC的历年《医疗保险年度数据统计集》中，各州商业医疗保险

公司的医保赔付额作为衡量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医保赔付额的绝对值越大，代表商业保

险发展水平越高。变量构造方法为各地区各家商保公司的医保赔付额的加总。 

4. 控制变量。在有关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影响因素运用较多的包括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消费刺激、人力资本、税收补贴等方面（刘秉镰等，2013；方晓晖等，2023）。因此，本文选

择实际人均 GDP来反映来自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背景的影响，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区域购买力平价

反映消费、物价和支付水平对医药行业创新的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教育培训投入反映来自人力资

本的影响，对医药企业的税收补贴反映来自税收补贴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办的社会医疗保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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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支出的赔付也将对医药领域的创新投入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选择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作为控

制变量之一。如表 1所示。为避免异方差影响和量纲的影响，对医药创新投入额、商业医疗保险赔

付额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变量构造方法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医药创新 医药企业创新投入额总和的对数 336 4.603 3.069 0 21.19 

自变量 收入差距 
收入最多的 1/5群体与收入最少的 1/5群体

的收入平均值的倍数 
408 7.707 1.167 2.295 10.27 

机制 

变量 
商业医疗保险 商业医疗保险公司赔付额总和的对数 408 15.51 1.070 11.82 17.65 

控制 

变量 

经济增长 实际人均 GDP的对数 408 10.84 0.257 10.41 12.11 

个人消费 人均个人消费支出的对数 408 10.50 0.162 10.13 11.01 

物价 区域购买力平价 408 97.52 8.470 85.70 119.2 

人力资本 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 408 10.66 0.177 9.920 11.02 

教育投入 教育和培训中政府资助的支出的对数 408 4.781 1.234 1.968 7.666 

个人收入 个人人均收入的对数 408 10.43 0.361 9.508 11.28 

社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的赔付额的对数 408 2.487 1.068 0.214 5.073 

税收补贴 税收补贴总和的对数 408 4.680 1.741 -0.832 7.74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与影响机制分析 

1. 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首先，对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进行检验。本文采用最

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经验估计，同时，根据 Hausman 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遗

漏变量会给模型带来错误的估计，对模型进行了遗漏变量检验，发现 F值均通过检验。在表 2中，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差距的系数为-1.148 6，并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收入差距对

医药创新存在显著影响。第（2）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为控制随时间和地区变化

的不可观测的影响。第（3）列还加入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系数分别为

-1.000 0、-0.987 4，且均在 1%水平下显著。这部分证明了研究假设 H1。至于影响方向的变化，需

要下文中的门槛效应继续进行检验。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医药创新 （1） （2） （3） 

收入差距 
-1.148 6*** 

（-5.47） 

-1.000 0*** 

（-4.26） 

-0.987 4*** 

（-4.14） 

经济增长  
-19.018 0*** 

（-5.08） 

-11.678 8*** 

（-3.01） 

个人消费  
-15.549 0*** 

（-2.71） 

-9.585 3 

（-1.27） 

物价  
-0.170 8 

（-1.44） 

-0.051 5 

（-0.45） 

人力资本  
6.175 8 

（1.42） 

6.564 6 

（1.54） 

教育投入  
5.151 8** 

（2.23） 

-2.895 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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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医药创新 （1） （2） （3） 

个人收入  
10.041 7** 

（2.42） 

5.881 8 

（1.28） 

社会医疗保险  
1.649 4 

（0.92） 

2.839 1* 

（1.68） 

税收补贴  
-0.583 6 

（-1.22） 

0.134 4 

（0.29）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417 0*** 

（8.32） 

200.237 1*** 

（4.54） 

297.727 8*** 

（4.06） 

R2 0.093 0.239 0.413 

样本量 336 336 336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 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作用。如前所述，先行文献已对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之间的

因果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本文仅对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

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模型（1）代表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2）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影响。在模型（1）中，收入差距的系数为 0.069 6，并且

在 10%水平下显著。在模型（2）中，收入差距的系数为 0.073 4，显著水平不变。这表明收入差距

的产生促进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但影响方向的变化需要通过下面的门槛机制检验进行分析。结

合前文商业医疗保险对医药创新的因果关系的论证，可以得到，在收入差距影响医药创新的路径中，

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这与研究假设 H2一致。 

表 3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医药创新 （1） （2） 

收入差距 
0.069 6* 

（1.74） 

0.073 4* 

（1.8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492 7 

（-0.50） 

1.303 2 

（0.08） 

R2 0.365 0.379 

样本量 408 408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二）门槛效应回归及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本文通

过门槛效应模型对其具体影响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门槛效应模型分为两个回归，一是检验在不

同的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记为回归Ⅰ）；二是检验在不同的收入差距水

平下，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记为回归Ⅱ）。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在回归Ⅰ中，在收

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中，双重门槛检验中的 P值为 0.000 0，表明拒绝原假设，即存在两个门

槛。两个门槛值分别为 5.707 1、5.844 5，即根据收入差距指数将不同地区分为三类：收入差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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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 5.707 1以下的地区，介于 5.707 1和 5.844 5之间的地区，大于 5.844 5的地区。这说明，收入

分配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N”型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证明了研究假设 H1，也证明了研

究假设 H3，得到了存在两个门槛的具体值。在回归Ⅱ中，门槛检验结果也表明存在两个门槛。两

个门槛值分别为 6.588 6、7.003 3，即根据收入差距指数将不同地区分为三类：收入差距指数在 6.588 6

以下的地区，介于 6.588 6和 7.003 3之间的地区，大于 7.003 3的地区。这说明，收入分配与商业

医疗保险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N”型的影响关系，也证明了研究假设 H4，得到了存在两个门槛的

具体值。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 

 因变量 门槛类型 F值 P值 
临界值 

门槛值 
10% 5% 1% 

回归Ⅰ 医药创新 
单一门槛 110.62 0.000 0 30.336 2 37.748 3 53.490 8 5.707 1 

双重门槛 71.33 0.000 0 26.064 6 33.245 2 48.702 9 5.844 5 

回归Ⅱ 
商业医疗保

险 

单一门槛 188.67 0.000 0 19.312 2 20.962 5 30.831 0 6.588 6 

双重门槛 187.84 0.000 0 19.205 1 21.767 0 31.918 8 7.003 3 

 

接着分别就回归Ⅰ和回归Ⅱ进行门槛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当收入差距指数低于 5.707 1

时，收入差距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444 3，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医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当收入差距指数介于 5.707 1和 5.844 5之间时，收入差距指数的回归系数由负转正，为 0.649 9，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定的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发展转向正向影响；但当收入差距指数大

于 5.844 5时，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由正转负，为-0.452 7，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医药创

新转向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收入差距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为倒“N”型曲线。并且，

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受收入差距水平的影响。过大的收入差距仍会对医药创新发展产生显

著的抑制作用；随着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水平，其影响转为促进作用；当收入差距水平降低到合理

水平之下时，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发展将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研究假设 H1一致。这一结果

还能从医药创新的角度来确定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收入最多的 1/5群体与收入最少的 1/5群体的

收入平均值的倍数在 5.707 1和 5.844 5之间时，收入差距处于合理水平，收入分配能够对医药创新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这一倍数小于 5.707 1或大于 5.844 5时，意味着收入差距过小或过大，将

对医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门槛回归Ⅱ列示了不同收入差距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当收入差距指数低

于 6.588 6时，收入差距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52 2，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商业医疗保险

为负向影响；当收入差距指数介于 6.588 6和 7.003 3之间时，收入差距指数的回归系数由负转正，

为 0.008 9，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定的收入差距水平下，对商业医疗保险转向正向影响；

当收入差距指数大于 7.003 3时，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由正转负，为-0.045 5，且在 1%的水平下显

著，说明对商业医疗保险转向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收入差距与商业医疗保险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

系为倒“N”型曲线，并且，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受收入差距水平的影响。过大的收入

差距会对商业医疗保险发展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水平，转为促进作用；

当收入差距水平进一步降低时，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将重回负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2。从门槛值来看，和回归Ⅰ中的较为接近，两条倒“N”型曲线基本为平行，回归Ⅱ中的低门槛

值和高门槛值分别大于回归Ⅰ中对应的两个门槛值，说明回归Ⅱ中的曲线更早经过两个拐点，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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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下降先影响到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走向，再波及到医药创新，这和前文论述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表 5                                     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Ⅰ 回归Ⅱ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收入差距（ii ≤ γ1） -0.444 3* （-1.77）   

收入差距（γ1 < ii ≤ γ2） 0.649 9*** （2.83）   

收入差距（ii > γ2） -0.452 7** （-2.33）   

收入差距（ii ≤ γ3）   -0.052 2*** （-25.39） 

收入差距（γ3 < ii ≤ γ4）   0.008 9*** （5.88） 

收入差距（ii > γ4）   -0.045 5*** （-24.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2.459 8** （2.16） -12.596 7*** （-17.93） 

门槛 1 5.707 1[5.575 3，5.981 4] 6.588 6[6.538 7，6.616 2] 

门槛 2 5.844 5[3.552 8，5.845 9] 7.003 3[6.987 3，7.018 0] 

Adj R2 0.446 0.808 

样本量 336 408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1. 其他表征方法的检验。本文用“人均医药创新投入”代替基准回归中的“医药创新投入”，

代表被解释变量医药创新。这里的“人均医药创新投入”指历年各州医药企业创新投入总额与当地

人口的比值，人口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网站。采用新指

标进行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控制变量包括前文回归中的各个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收入差距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保持一致，没有发生显著变

化，这反映了各变量之间较强的独立性，模型对不同变量来说是稳健的。因此，前文所得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较好。 

表 6                          基于人均医药创新投入的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医药创新 （1） （2） （3） 

收入差距 
-0.804 9*** 

（-5.86） 

-0.807 4*** 

（-5.81） 

-0.811 1*** 

（-5.9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4.069 9*** 

（5.48） 

209.755 9*** 

（4.36） 

179.021 0*** 

（3.60） 

R2 0.336 0.354 0.362 

样本量 336 336 332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 剔除部分样本的检验。美国各地区的医药企业聚集程度不同，在医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大

的地区，医药创新水平有可能更高，也就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所得结论。为避免这一因素的干扰，

本文采用剔除部分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 Bloomberg数据库对医药企业的统计，主要聚

集在波士顿—剑桥地区、旧金山湾区、新泽西州、圣地亚哥市、华盛顿大都会区。因此，剔除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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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市和地区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马萨诸赛州、新泽西州的样本数据，进行门槛效应

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P值均拒绝了原假设，即存在两个门槛，与前文中全样本条件下所得结论

一致，且门槛值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7                              部分样本条件下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 

变量 
门槛类型 F值 P值 

临界值 
门槛值 

10% 5% 1% 

收入 

差距 

单一门槛 98.72 0.000 0 30.687 6 40.311 5 65.451 3 5.707 1 

双重门槛 67.25 0.003 3 28.622 8 36.517 0 48.273 2 5.844 5 

 

同样地，在得到门槛值的基础上，进行门槛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在根据门槛值划分的区间

内，因变量收入差距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前文中所构建模型

及所得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表 8                           部分样本条件下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收入差距（ii ≤ γ1） -0.442 0* （-1.67） 

收入差距（γ1 < ii ≤ γ2） 0.662 8*** （2.74） 

收入差距（ii > γ2） -0.432 6** （-2.12）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174.047 3** （2.44） 

门槛 1 5.707 1[5.575 3,5.799 7] 

门槛 2 5.844 5[4.679 7,5.845 9] 

Adj R2 0.452 

样本量 30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3. 加入工具变量的检验。尽管本文采用带有固定效应的阈值模型进行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影响医药创新的不随时间变动或在短期内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例如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文化

观念等，但这一结果并不能严谨地判断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促进了医药创新的发展，还是医药创新扩

大了收入差距，即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工具变量的两步回归法弱化内生性问

题。参考 Chong et al.（2013）、李春涛等（2020）的实证研究策略，本文将与本地区接壤的各地区

的收入差距指数的平均值作为该变量的工具变量。一方面，邻近的地区通常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收入差距水平相近，一地区的收入差距受所在区域普遍情况的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

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医疗保险具有一定的地区分割性，邻近地区的收入差距难以通过

商业医保影响本地的医药创新，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首先用收入差距指数的平均值对收入差距指数进行回归，再将回归的预测值生成新的自变量

进行门槛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当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扩大对医药创新为抑

制作用，而当收入差距水平高于特定值时，可以对医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差距

的进一步加大，这一效应又重回负向影响。稳健性检验中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中结论一

致，说明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的条件下，前文的实证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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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收入差距（ii ≤ γ1） -0.586 6** （-2.40） 

收入差距（γ1 < ii ≤ γ2） 0.649 5*** （2.80） 

收入差距（ii > γ2） -0.494 9** （-2.56）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184.753 8*** （2.81） 

门槛 1 6.014 8[5.865 7,6.320 5] 

门槛 2 6.129 4[3.781 8,6.134 3] 

Adj R2 0.440 

样本量 336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4. 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的检验。参考既有研究中进一步解决面板门槛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的做法（Kremer et al.，2013；邱栎桦，2015），本文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DPTEM），以

识别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和非对称效应。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设定为： 

rdi,t = α0 + α1iii,t（iii,t ≤ γ1）+ α2iii,t（iii,t > γ1）+α3Xi,t + εi,t        （7） 

其中，γ1为收入差距的门槛值，α1、α2分别为低区置（below_thres）和高区置（above_thres）

区间的回归参数。 

表 10为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收入差距的门槛值为 7.566 6，与表 4中门槛效应模

型基准回归的结果相近。在低区置和高区置内，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5.513 8、-4.719 0，证

明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其对医药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断缩减。以上结论和基准回归的结果较为一致。 

表 10                             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低区置 高区置 

收入差距 
-5.513 8 

（-1.38） 

-4.719 0 

（-1.27）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854.468 4* 

（1.80） 

门槛 7.566 6[6.308 8,8.987 9] 

样本量 336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美国的收入差距、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

了一定水平的收入差距能够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发展，进而助推医药创新，旨在能够为我国商业医疗

保险市场扩面和医药创新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本文以 2013—2020 年美国 51 个州和地区为研究样

本，进行了影响机制程序检验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所得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收入差距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为倒“N”型曲线，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的过

程。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多，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

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降低到一定合理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增多，对医药创新将产生积极的促

进作用。收入差距继续缩小，那么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或中等收入群体过大的平均化难以带动消费，



产业经济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134 

进而对医药创新又回到消极影响。 

第二，在收入差距影响医药创新的路径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收入差距会

通过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医药创新发展，这主要由于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也呈倒“N”型

曲线。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形下，收入阶层分化严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萎缩，处于收入分布顶端

人群的收入增速较快，而底端和中端人群的收入增速较慢，无法带动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消费。随着

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水平，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规模扩大，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消费能够为该行

业发展提供强大且稳定的保障，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当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时，中等收入群体过

于平均化导致消费结构较为单一，这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扩容是不利的。 

第三，收入差距对医药创新的影响受收入差距水平的影响，表现为门槛效应。收入差距水平较

高时，对医药创新为负向影响；当收入差距水平降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展到合理水平时，此时

经过第一个门槛，跨过门槛后的影响为正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水平继续降低，将经过第二个门槛，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开始缩减，影响也转成负向影响。收入最多的 1/5群体与收入最少的 1/5群体的

收入平均值的倍数在 5.707 1和 5.844 5之间时，收入差距处于合理水平，收入分配能够对医药创新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这一倍数小于 5.707 1或大于 5.844 5时，收入差距过小或过大，将对医药

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还验证了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也存在着相似的两个门槛，从门

槛值来看，两条倒“N”型曲线基本平行，商业医疗保险的曲线更早地经过两个拐点，即收入差距

下降先影响到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走向，再波及到医药创新。 

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的数据采集以行政单位意义上的州为单位，但事实上医

疗保险受益人所购买的医药等未必全部来自本州或地区的医药企业，因而也可能影响其他州或地

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医药创新。该问题在进行粗略计算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并不影响本文结论及研究

意义。限于篇幅，本文未将这一影响加入实证研究中，该假设将在相关研究中进行计量估计。 

（二）政策启示 

第一，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医药创新，警惕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利影响。从美国经验可知，

合理的收入差距水平是刺激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收入分配格局形成

期，应抓住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为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逐步缩

小收入差距的进程中，我们应意识到医药创新应聚焦到释放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之上。收入分

配改革中的“提低”和“扩中”策略能够有效地培育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因而更有利于医药创新

水平的提升。同时，参考美国经验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将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萎缩，进而降

低医药创新水平。当前我国和美国的收入差距水平较为接近，因此，我国应警惕收入差距扩大，规

避由此对医药创新等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综上，未来我国应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提高过低收

入，最终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并发挥居民收入提高对医药创新所带来的需求扩大效应。 

第二，鼓励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将商业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赔付作为医药产业创新的

支撑。一定水平的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带动产品创新，这一有效需求需要寻求必要的

制度或机制实现，就医药行业而言，这一机制可以是商业保险制度。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商业医疗保

险市场，才能通过有效需求带动医药创新。发展商业医疗保险的前提是合理划分社保和商保的保障水

平层次，商业医疗保险的定位应是保障社会医疗保险无法支付的医药需求。未来应着眼于社保之外的

中等收入群体的多样化、高水平的保险需求，商业保险公司应开发与消费升级相对应的、针对重特大

疾病的保险产品，形成对创新药物的有效需求。从“需求引致创新”的视角出发构建商业医疗保险这

一机制，还应以提高中等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水平为抓手，才能扩展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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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novation 

and proves the mechanism effect of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51 provi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3 to 2020, the study finds several conclusions through threshold effect model 

mechanism testing procedures and for empirical testing. (1) There is an inverted ‘N’ type nonlinear imp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parity and medical innovation; (2) In the path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ffecting 

medic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is one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3) 

Under different income disparity levels, income disparity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med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as a threshold effect. After the first threshold, the effect turn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nd after 

the second threshold, the effect turns to negative again. It is due to that there is also a 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income disparity an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endogenous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evidence support fo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facing the positiv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income disparity, driving middle income groups to purchase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and forming effective demand for innovative drugs.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enlarging the middle-income class grou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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